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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翼政: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传昭布施

邹 敏
(四川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不承认其与中央政府的政治隶属关系,其“离心”势力为追求国际地位而积

极活动,西方势力也加紧对西藏地方的渗透,恢复和强化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治藏的核心内

容。但国民政府自身因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内部日益严重的腐败,始终无力切实解决西藏问题,遂以羁縻笼络之策

对藏开展政治运用,其表现之一即是优崇藏传佛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西藏地方开展的传昭布施,即是国

民政府希冀通过优崇藏传佛教增进西藏地方对中央权威政治认同及国家认同的具体表现之一。驻藏办事处在种

种困难之下坚持开展传昭布施,对于宣示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和增进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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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昭布施,也称攒招布施、熬茶布施,是指藏俗每

年传昭大法会期间,向齐聚大昭寺的数万喇嘛发放布

施,一般为熬茶、放粥和发放藏银。传昭大法会,藏语

称为“默朗钦摩”或“默朗钦波”大会,乃藏传佛教最重

要的宗教活动,是宗喀巴大师为纪念释迦摩尼而创

立。第一次传昭大法会于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藏
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日举行,宗喀巴大师亲自主

持。后格鲁派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将大法会的时间从

15天延长到21天,在藏历新年之后进行。法会期间,
藏区各地的僧俗群众向拉萨大昭寺汇集,诵经、辩经、
迎请护法神、驱鬼、迎请弥勒佛等各种宗教法事活动

和典礼一一举行。其中,藏历正月十五日为庆祝释迦

牟尼与其他教派辩论胜利而举行酥油花灯节是整个

法会的高潮。法会期间,“远近各地的大小施主都在

此时来散钱布施”[1]78,清政府即有于藏历正月十五日

开展传昭布施的传统。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中央

政府派驻的西藏地方官员无法入藏,故其对藏传昭布

施传统遂中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鉴于西藏地方宗教势力在西

藏地方政治中的影响力及其亲中央的事实,为将西藏

地方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统辖之下,中央政府在正面

推行政教分离和“赋予西藏高度自治”遇阻的同时,也
从侧面利用宗教改善双方的政治关系。其整体思路

是:通过优崇藏传佛教,融洽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

感情,进而增进地方的内向之心和国家认同感,恢复

旧有的政治关系,最终实现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从

国民政府存在期间对藏施政的具体情况看,布施西藏

地方是其优崇藏传佛教的重要举措。
根据档案记载,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存在期间,

持续开展了对西藏地方的传昭布施,但目前相关研究

并不多见,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对驻藏办事处的个

别年份的传昭布施进行个案分析,二是在关于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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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治藏政策等较为宏观的研究中涉及到驻藏办事处

传昭布施的内容①,尚未有直接以驻藏办事处传昭布

施为对象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成果出现。本文试图

做一尝试,对其政策背景、开展情况、政治意义等进行

梳理和分析。
一 实施背景:国民政府的治藏困境与“以教翼

政”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未能真正建立起民主

共和的政治体制;广州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

党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据研究者考察,民国

前期的西藏地方当局对这两种新的政治体制都不认

同,认为此类政治体制“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西化,内中

一些激进分子甚至有了离心倾向”[2]10。在清末民初

的政治变革中,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和中国的认同均

逐渐削弱,开始将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定义为“纯粹

宗教意义上的擅越关系,否认传统上的政治从属关

系,并以此作为指导其与中央关系的基本准则”[3]228。
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坚持“对藏固有之主权,决不放

弃”,将明确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隶属关

系、强化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作为对藏施政的中心

内容。
为此,国民政府曾一度谋求改变西藏地方政教合

一体制,在其地施行与内地其他省份一样的同质化统

治模式,如1929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训政时期蒙

藏委 员 会 施 政 纲 领》中 提 出“革 新 蒙 藏 旧 行 政 制

度”[4]169,但因建政初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整固党国

和统合各派军政势力,尚无余力去解决僻处西部边疆

的西藏地方问题。1934年,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就

明确表示,国家解决边疆问题不外刚性的实力运用和

柔性的政策羁縻两种,如实力充沛则以实力解决,如
实力不济则以羁縻之策笼络,“吾人今当革命时期,实
力不够,欲解决边疆问题,只能讲究政策”,蒋介石所

称的“政策”,即“允许边疆自治之放任政策”,让“边民

乐于自 由,习 于 传 统”,中 央“犹 有 羁 縻 笼 络 之 余

地”[5]105。蒋介石关于处理边疆问题的这一阐述,“深
刻反映了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在处理西藏等边疆问题

上的力不从心”[3]218。事实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随
着时间的推移,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更加力不从

心,“柔性的政策羁縻”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治藏的主导

政策。
首先是由于“国民党人始终未能创造出一个完善

的坚固的政治结构”[6]197,加上地方实力派的挑战、国
内革命战争的进行和西方势力的渗透侵略,南京国民

政府始终未能摆脱弱势政府的军政地位和时人认知。
尤其是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随着内战的进行,
国民政府内部政治腐败和经济危机日益暴露,其统治

更是呈现出全面衰败崩解之势。
其次是西方势力对西藏地方的持续渗透。早在

18世纪,英国即开始涉足西藏地方。19世纪末20世

纪初,英国曾两次武力侵藏。1903年,时任英印总督

寇松(LordCurzon)提出宗主权的概念,否认清政府

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拥有。1921年,寇松正式提出“西
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②,作为英国对西藏政治

地位认知的基本政策。正如梅·格尔斯坦(M.Gold-
stein)所言,英国对于西藏“最大兴趣在于,把西藏当

成名义上的中国自治地方来看待,但要限制中国对西

藏的影响”,即所谓的“西藏应当是在大不列颠监护之

下的,名 义 上 隶 属 中 国 的、拥 有 高 度 自 治 权 的 西

藏”[7]31。20世纪40年代,英国调整其西藏政策,在
《艾登备忘录》中提出支持西藏地方争取“完全自治”,
以使西藏拥有“类似于主权国家的地位”③[8]165;英国

印度事务部和英印政府建议英国政府“支持西藏(地
方)对抗国民政府”和“出席国际会议”,英印政府中以

黎吉生等为首的侵藏积极分子更是积极怂恿西藏“独
立”[8]159,161。1946年,英国明确表示应“将西藏分离出

去”[9]127[10]156,1947年又表示“大英政府将继续进一步

关心‘西藏独立’的维持”④。此外,独立后的印度政

府,主张“西藏在一种不确定的中国主权的形式下实

行真正的自治”[7]543;二战后的美国虽然在官方渠道

上没有改变尊重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的基

本政策,但也开始“暗中半遮半掩地挑动和支持‘西藏

独立’”[11]4。
再次,西藏地方亲英势力为寻求国际政治地位而

积极活动。1941年,西藏地方亲英的达扎⑤活佛出任

摄政,把噶厦地方政府“各主要部门中热振一派的官

员全部清除,由达扎一派的官员所取代”[12]6。由于达

扎昏聩无能,噶厦地方政府的“一切实权,皆落到索

康⑥、噶蓄巴⑦、拉鲁⑧、夏格巴等亲英分子手里”⑨,其
中“索康汪清⑩及葛须白实力最为雄厚”,而索康汪清

之父索康·旺钦才旦则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从而

形成一个以索康父子为中心的亲英势力集团,即亲英

派。亲英派把持下的噶厦地方政府,在英、印等国际

势力的挑唆、支持和策划下,开展了系列争取西藏地

方国际地位的活动,如拒绝测修中印公路、擅设“外交

局”、冲扰驻藏办事处、逮捕前任摄政热振活佛、出席

泛亚会议、派遣商务代表团出访以及发动驱逐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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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驻藏官员等。
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蒋介石曾在1942年

下达“对藏用兵”的命令[13]140。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

同盟的建立,国民政府无法调集军队对藏用兵。1942
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奉蒋

介石机密手谕拟订的《西藏之政治制度及其对于中国

之关系》指出:恢复中央在藏主权,应以“先树立中央

在藏之威信”为中心,采取“重实不重名”、“划分步骤,
不求急进”的方略,稳步推进􀃊􀁉􀁔[14]155,以政治运用取代

军事运作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方针。事实上,由
于英国的干涉,国民政府还“对英国作出了不以军事

手段解决西藏问题的承诺”[15]453。
国民政府也曾提出“赋予西藏高度自治”,以缓和

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逐步施行完整的治藏主

权。“高度自治”是1940年代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

府之间的中心议题[3]171。但由于国民政府内部对于

“高度自治”没有完善的方案设计,西藏地方又表示实

行自治的“时机未熟”[16]47,这一方案最后不了了之。
在“高度自治”方案的研商中,国民政府放弃了最初

“革新蒙藏旧行政制度”的设想,明确“西藏自治制度,
系指西藏现行政教合一制而言”[4]262,这实际是国民

政府在权力式微下为羁縻西藏地方的一种妥协。
在军事运用和政治革新均无法实施的背景下,国

民政府只好持续采取“柔性的政策羁縻”,希冀以合法

的利益给予与满足,融洽双方感情,强化西藏地方的

国家认同与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
藏传佛教在西藏地方经过数个世纪发展,获得民

众的普遍信仰,对西藏地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力

极大。尤其是拉萨三大寺,不仅宗教地位崇高,还拥

有参与西藏地方政治之权,其僧人可以僧官的身份参

与地方行政事务,其“堪布􀃊􀁉􀁕可代表寺院出席西藏政府

各种政治及军事会议,并为出席民众大会􀃊􀁉􀁖 之当然代

表,其意见颇为政府所重视”,甚至有权否决噶厦地方

政府的某些决议[17]162;而且,“三大寺拥护中央”,其喇

嘛和噶厦地方政府中的僧官均是西藏地方势力中显

著的“亲汉派”[17]69-71。因此,强化三大寺的内向之心,
对于增强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并最终解决西藏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元明清时代统治者们注重

利用藏传佛教维系和强化对西藏地方统治的根源所

在。
国民政府履行对藏传昭布施举措,始于1930年

代。1930年,蒙藏委员会拟派谢国梁为入藏特派员

时,即提出“照旧熬茶布施一次”的建议:“按旧例,我

国派员到藏,无不有熬茶布施之举”,“特派员到藏后,
拟照旧例举行熬茶布施一次”[18]2515,后因谢国梁在入

藏途中病逝而作罢。1934年,黄慕松入藏致祭,提出

解决西藏问题“须从宗教入手,再从宗教上以推动政

治”[19]36。黄慕松抵藏后,不仅规定向三大寺“每寺发

基金以垂永久”,使每一喇嘛每年均可从基金中获得

收益,还依据清代“驻藏大臣向例每年于正月十五日

举行传昭一次”的传统规定传昭布施办法,以藏银

691秤为传昭费,“由噶厦(地方)政府与大昭寺堪布

负责保管”,以每年所得利息于传昭法会时向喇嘛布

施,以“宣布中央德意”,使“喇嘛之倾诚内向可始终勿

懈”[17]29。黄氏关于传昭办法的规定,对此后中央政

府对藏布施的持续开展具有奠基意义和推动作用。

1938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奉命入藏,认
为三大寺“握有无上权威”,“喇嘛为社会上一种特殊

阶级,具有操纵舆论,左右政治之魔力”[17]143,而中央

政府对于西藏地方“既无武力可以凭藉,复无感情可

资维系,所欲赖以运用者,唯在结之以恩惠耳”[17]217,
因此他指出,解决藏事只能从“政治方面善为运用”,
即“动支巨款”,对西藏地方“僧俗官民给予赏赉,对其

寺庙团体广予布施”和“在宗教方面,须由熬茶、布施

等佛事,竭力联络三大寺及各寺院”[20]219-228。基于此,
吴氏于1940年初在拉萨进行了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

的布施,使“全藏僧俗咸感中央重视佛教,优待僧民之

德意”[21](三),430。
黄慕松和吴忠信入藏布施及其成效,影响了国民

政府的治藏政策。黄氏离藏内返后,对西藏问题发出

“每觉从政治方面入手,不如由宗教关系因势利导,收
效较宏”􀃊􀁉􀁗[3]229的感叹;吴忠信亦指出,宗教布施“对汉

藏关系之改善实有莫大裨益”[21](三),430。基于黄慕松

入藏政治交涉的失败和宗教布施的成功,以及吴忠信

入藏大规模布施对融洽双方感情和借宗教事务推动

政治事务的解决产生的积极影响,国民政府逐渐将对

藏政治运用的重心转移到对藏传佛教的优崇上,形成

了“以教翼政”的施政方针。蒙藏委员会出台了系列

关于优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开展对西藏地

方的宗教布施,是“中央对藏施政较具成效的典型之

一”,也是“国民政府展开对藏政治运用的重要方面”;
不过,在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相关文件中,很少有关

于布施的明确规定,布施因此被称为“不是政策的‘政
策’”[3]228,236。

二 竭力坚持:驻藏办事处对传昭布施的开展与

实际困难

73

邹 敏 以教翼政: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传昭布施



驻藏办事处成立于1940年4月,1949年7月从

西藏撤离,共存在9年零3个月,先后经历了孔庆宗、
沈宗濂和陈锡璋三位处长􀃊􀁉􀁘。驻藏办事处存在期间持

续开展了对西藏地方的布施,包括传昭布施、对重要

寺庙的特别布施和中央基金布施等内容,其中根据中

央政府及蒙藏委员会指示定期开展的传昭布施是其

主体内容。“蒙藏委员会向例于西藏新年三大寺传昭

时,由中央拨款汇交驻藏办事处办理”,“为加强政教

联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例于每年正月在拉萨传

昭时,代表中央布施僧众”[16]46-48。
驻藏办事处先后举行了1941—1943、1945—1949

年度传昭布施,而1940年驻藏办事处成立时,因传昭

大法会已过而没有举行传昭布施,1944年则因传昭

法会时驻藏办事处仍未收到中央拨付的布施经费,加
上孔庆宗、沈宗濂之间的职位交替,也没有开展年度

传昭布施。
驻藏办事处开展传昭布施的大致流程如下。
第一,与拉让羌锥􀃊􀁉􀁙接洽,确定布施日期和相关事

宜。拉让羌锥平时负责三大寺日常所需的酥油、茶叶

以及拉萨及附近主要寺庙的生活所需和供奉物品;传
昭大法会期间,则负责大法会的开支和收入,安排各

地前来布施的大小施主们的布施等事宜。噶厦地方

政府通过拉让羌锥向驻藏办事处发出布施邀请,是驻

藏办事处开展传昭布施的第一步,也是尤其重要的一

步。收到邀请,驻藏办事处回复确定开展布施后,再
派员与拉让羌锥接洽,商定具体布施日期,并衔请藏

官帮忙。一般情况下,噶厦地方政府会指示拉让羌锥

派出协助驻藏办事处办理布施的总管和人员。待总

管派定,“彼即于藏历年前择日携带书记一二人来(办
事)处筹备”。办事处在总管到来之前,需准备好现

金、哈达、纸张(备作纸封用)、分装现金的口袋及装现

金口袋的箱子等。待总管到来,共同分装布施当日所

需之布施现金和酬谢各帮忙人员的现金,并分配确定

布施当日大昭寺各门负责发放布施的人员。此项事

务,拉让羌锥“总管来处一次或二次即可办竣,现金钱

袋均由彼亲自装封盖印,装箱后仍由彼打漆盖印,直
至传昭之日应用时再由彼等当面验开”[22](九),431-432。

第二,驻藏办事处筹备事项。上述事项完成之

后,驻藏办事处开始进行其他的筹备工作,包括购买

布施当日熬茶、放粥所需之物品,筹备布施当日的仪

式等相关事宜,邀请帮忙的藏官、汉人等,以确保布施

当日各项事务均能顺利进行。
第三,正式传昭布施。驻藏办事处开展传昭布

施,大多会于布施当日先在大昭寺举行仪式。参加该

仪式的人员,主要有达赖喇嘛、甘丹赤巴􀃊􀁉􀁚等藏中政教

领袖人物,噶厦地方政府主要官员,驻藏办事处处长

和部分职员等。如有仪式,则驻藏办事处人员先行前

往大昭寺参加仪式,再前往大昭寺各门发放布施。如

无仪式,则各相关人员待准备妥当后适时前往大昭寺

各门,等到上午9时左右,大昭寺各门开启,众喇嘛鱼

贯而出时,即向他们发放布施。传昭布施开展时,现
金布施为必备内容,熬茶、放粥则视情况而定,或熬茶

放粥,或放粥不熬茶,或熬茶不放粥。布施当日的现

金布施,由办事处人员负责,并聘请帮忙人员在大昭

寺七门同时发放,熬茶、放粥则由处中所请帮忙人员

在拉让羌锥的统一安排下进行。
第四,受贺。现金布施发放完毕之后,“即有陆续

献哈达送礼道贺者”,办事处对送礼道贺者均一一登

记,并返还“份金哈达”,也一并登记在册[22](九),456。此

类送礼道贺的有无及多少,则因驻藏办事处和噶厦地

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有所不同。而对于送礼道贺者,
驻藏办事处接受与否、如何接受、如何还礼等,并没有

一定之规,主要视该年度传昭经费多寡和送礼道贺者

的身份地位而定。据戴新三《拉萨日记》记载,1943
年,因经费困难,办事处“决定凡汉人来挂哈哒及送份

子者均不收,以期节省糜费”􀃊􀁉􀁛。该年,因政治上已陷

入僵局,布施结束后,前来道贺挂哈达者,与前两年相

比少了许多􀃊􀁊􀁒。陈锡璋时期,相对此种冷清情形要好

很多。如1947年,驻藏办事处向帮忙藏官及前来道

贺的藏官、喇嘛等发出份金100余份,每份藏银5—

100两不等,共计2800两,其中包括噶伦代表、总堪布

代表、色 拉 寺 堪 布 以 及 哲 蚌 寺、甘 丹 寺 康 村 代 表

等[22](九),450-451;1948年布施后,驻藏办事处收到来自首

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十四世达赖新公馆,噶伦、孜
本􀃊􀁊􀁓、堪琼等官员,以及总堪布、色拉寺杰扎仓,哲蚌

寺、色拉寺部分康村等的贺礼,发出还礼份金共37
份,每 份 藏 银 15—100 两 不 等,共 计 2707.5
两[22](九),456-460。

第五,收尾工作与布施结束。收尾工作,一是结

算款项,与拉让羌锥派定之总管清算账目,确保手续

完备,账目清楚;二是招待和感谢协助布施的藏官及

其他帮忙人员;三是处理其他杂务,包括付给零星请

赏者和帮忙之川回帮(在藏汉人)人员赏金、清点收入

礼品和账目总结算等[22](九),435。
驻藏办事处的传昭布施,困难重重,如政治环境

恶化、经费短缺、人员匮乏等,都直接影响传昭布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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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决定传昭布施能否正常开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

噶厦地方政府通过拉让羌锥向驻藏办事处发出邀请,
而拉让羌锥是否派定总管和协助驻藏办事处邀请其

他帮忙藏官,则是直接关系到传昭布施能否如期开展

的关键点。1942年,由于刚成为摄政的达扎活佛及

其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有较强的“独立”愿望,在拉萨

主导了“外交局”事件和“藏警案”。鉴于西藏地方在

此两次事件中表现出的“独立”倾向,中央政府竭力遏

制其“独立”行径。时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虽是

奉命与西藏地方交涉,但在交涉中表现得过于强硬,
最终形成双方的政治“僵局”,以致驻藏办事处与噶厦

地方政府之间“无法往返”[21](四),311-312。这种情形一直

持续到1943年。该年春节期间,“西藏举行各种典礼

时,拒绝中央代表参加”[23]252。在这种情况下要开展

布施,驻藏办事处就不得不顾虑噶厦不发出布施邀

请、帮忙藏官请而不来等问题。尽管1943年的传昭

布施最后得以顺利开展,但这些问题也着实让驻藏办

事处苦恼了一番。关于1943年的政治“僵局”对传昭

布施的影响,笔者曾有专文论述[24]92-101,此不赘述。
中央政府能否按期足额划拨布施经费,是决定驻

藏办事处能否顺利开展传昭布施的另一重要因素。
据戴新三日记记载,1941年,中央虽划拨约11万两藏

银的布施费用,但没有在布施前及时拨付给驻藏办事

处,驻藏办事处只得以每秤年息藏银六两的利息向拉

让羌锥借款来开展传昭布施;1942年,中央汇款仍然

迟到,驻藏办事处再次向拉让羌锥息借藏银10万两

开展传昭布施。此两年传昭布施的总花费均为8万

两左右􀃊􀁊􀁔。1943年传昭前,因为驻藏办事处与噶厦之

间形成“无法往返”的政治僵局,加上办事处1942年

布施时向拉让羌锥息借的藏银未全数归还,而无法再

以借款的模式开展传昭布施。据当时的驻藏办事处

科长戴新三日记记载:1943年1月29日,拉让羌锥回

话请办事处速定布施日期时,特别提及“彼未提去年

攒招办事处借用未还之五万元欠款,推其词意当有不

能再借之意”􀃊􀁊􀁕。孔庆宗在1942年11月向蒙藏委员

会请拨了次年传昭布施费用,迟至1943年1月中旬

财政部才汇出牌汇10万元的布施费用,此时距离传

昭大法会已不足一个月,而且因印币跌价,“每盾换藏

银四两”,10万元牌汇“共仅换得66500两”,总额减少

了33.5%;为如期开展布施,驻藏办事处多次召开处

务会议,最后“觅汉藏各商家,洽卖印币”,用最短的时

间完成了布施经费的兑换与筹措,并决定除现金布施

外,“仅放茶一次,不放稀饭”􀃊􀁊􀁖,勉强完成了该年度的

布施。陈锡璋时期,中央拖欠布施经费时间,少则1
年,多则3年。仅就笔者查询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

事处档案选编》中,自1946年起至1949年驻藏办事

处撤离前夕,陈锡璋催促、询问布施经费的电文就多

达近30条。1946年,陈锡璋在没有收到布施经费的

情况下,依靠借贷援例举行了该年度传昭布施,之后

多次向蒙藏委员会催询这笔费用,但直到1947年10
月行政院才核准1946年度的布施费用共计印币6万

盾[22](十四),97,直到1948年6月驻藏办事处才收到其中

的一半,剩下部分于1949年3月才收悉[22](十四),163,167。
这笔费用的拖欠时间长达3年之久,可见驻藏办事处

遭遇的经费困难情形之严重。1947年,驻藏办事处

借支 藏 银 7896.8 两 用 于 布 施,该 年 布 施 共 花 去

93781.8两[22](九),446,456,尚有近2万两的差额;而财政

部核定的布施费法币5516万元(该年汉僧、布施、格
西、捐修等费,共印币11.266万盾),直到1949年3月

都没有到达驻藏办事处[22](十四),101,264,266。对于1948年

的布施,蒙藏委员会在1947年12月直接电告驻藏办

事处,“仍盼挪款办理”[22](十四),102-103。该年布施共花去

藏银94946.1两[22](九),455,办事处在1949年1月才得

知财政部核准了该年度的布施费,但仅为印币2289
盾6安3派[22](十四),249。虽然驻藏办事处在该年3月

收到了此项费用[22](十四),265,但实在少得可怜。1948
年初,印币对藏银的折合率大约为1:3.7[22](十四),288,
藏银94946.1两约相当于印币25661盾,财政部核准

的费用还不到总花费的1/10。1948年底,蒙藏委员

会指示照例开展布施,并确定布施经费为印币5.8万

盾[16]48。但此时由于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再加上战争

的影响,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驻藏办事处,经费都更

加困难。驻藏办事处因会中长期拖欠各项经费,日常

开销所需均赖借贷,至1949年处中积欠款项达70余

万盾[22](十四),259。1948年下半年起,“债主纷来逼还债

款”,陈锡璋称“实在无法应付”[22](十二),528。但是在经

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驻藏办事处在1949年仍然“依
照惯例,向各大寺庙发放布施”,并于布施期间向十四

世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呈送份金,只是在费用上“已
不似前些年那样显得手头阔绰”[25]85。

除经费问题外,人员不敷使用,也是驻藏办事处

在传昭布施中面临的问题。根据1940年9月《修正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和1944年4月《蒙
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的规定,驻藏办事处

的人事组织为处长1人、副处长1人、主任秘书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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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时期增设)、科长2—3人、汉文和藏文秘书

2—4人、科员4—8人、办事员4—8人、会计员1人、
医师1人、专门技术人员1—6人,以及咨议、雇员若

干人等。按此计算,驻藏办事处的总人数最多可达

36人。但因种种原因,驻藏办事处实际在职人员远

未达到此数。孔庆宗时期,职员在职情况为:1940年

11人,1941年17人(含驻印办事员1人),1942年16
人(含驻印办事员1人),1943年15人(含驻印办事员

1人、联络员2人),1944年沈宗濂入藏前16人(含驻

印办事员1人、联络员2人)[21](四),31-81。1944年,因沈

宗濂入藏对驻藏办事处进行人事调整,处内实际在职

人员达20人(含驻噶伦堡和加尔各答联络员各1
人),另有临时人员4人,总计24人,是驻藏办事处时

期在职人员最多的一年,但1945年底就降为19人(1
位藏文 秘 书 和 3 位 专 员 离 藏,另 有 1 名 咨 议 离

世)[21](四),498-501,535-538,579-590;(五),1-46。陈锡璋时期,处内在

职人员最多的年份是1946年,计有副处长、秘书、科
员、专员、办事员、医疗所主任和驻加尔各答联络员等

16人;1946年以后,驻藏办事处辞职或请假离藏的职

员增多,实际在岗人数逐渐减少,大致为1947年12—

14人、1948年10—11人、1949年10人;这期间的驻

藏办事处在人事上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在1948年

上半年仅有的10人中,包括副处长兼代处长陈锡璋

在内的3人已经呈请辞职获准,此后的时间只是在等

待合适时机离藏[21](五),156-203。
开展传昭布施,各种事务繁多,以驻藏办事处这

一二十人的规模,自然无法独自进行,即便仅为各项

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员也不敷分配。所以,每年开展传

昭布施时,驻藏办事处都要邀请藏官、川回帮保正、中
央政府驻藏各机关职员、在藏汉商汉僧等协助办理,
以确保布施的顺利进行。孔庆宗时期曾请过国民政

府交通部拉萨电台(电报局)台长谭兴沛􀃊􀁊􀁗、军统拉萨

站情报员胡明春、曹巽等人协助。陈锡璋时期,筹备

阶段即“召集川回帮保正派定帮忙人员……一般川帮

20名,回帮10名”;正式发放布施时,各门汉官“因人

手不足,大 约 每 门 只 得 一 人,余 均 请 本 地 汉 商 帮

忙”[22](九),432-433。如1947年,驻藏办事处开展传昭布

施时,邀请川回帮保正派定20余人予以协助,这20
人包括管厨3人、熬茶3人、管碗3人、伺候上座番官

4人、招待滇平客商2人、招待番官随从4人、回教做

咖喱饭9人[22](九),437,还请汉僧协助布施,如请自费汉

僧张注汪“担任南门中队负责人”,请公费汉僧广润负

责“招待事宜,收礼记录事项”[22](九),438-439。1947年,实

际参与发放布施的29人中,仅6人为驻藏办事处职

员,其他均为中央政府其他驻藏机关人员、川回帮保

正和藏中商号派定人员以及在藏汉僧;1949年,实际

参与布施的59人中,仅3人为办事处职员,帮忙藏官

有16人,其余均为中央政府其他驻藏机关职员和在

拉萨的汉人[22](九),464-465。此类事实,均反映出驻藏办

事处人员严重不足。邢肃芝说,驻藏办事处布施时,
“动员所有在拉萨的汉族官员出动”[26]248,所言不虚。

尽管在开展传昭布施时面临着种种困难,但驻藏

办事处并未放弃布施。处长孔庆宗原是蒙藏委员会

藏事处处长,1939年,吴忠信入藏时,孔为委员长行

辕第一组组长,并作为先遣专员先期启程赴藏。吴忠

信基于西藏地方宗教势力的分析而提出应重视对藏

布施,如“三大寺握舆论中心,其喇嘛、堪布,均系富有

智识、领导群众之人,凡熬茶、布施之厚薄,所给予一

般之观感影响,关系甚大……乃西藏人心之所系及中

央德意之所关,无论财政如何困难,亦不能不勉力从

事也”[20]220-224,以及其在藏广予布施产生的积极效果

等,都对孔庆宗产生了影响,使其有所认识和体会。
孔庆宗领导下的驻藏办事处,在编制1941年度的行

政计划时指出:“三大寺握西藏政治权利之重心,有喇

嘛两万余,具有极大之潜伏势力。清例,年由中央发

帑熬茶布施,崇其教,因辅其民。廿九年,吴委员长于

传昭时,代表中央布施每一喇嘛藏银七两五钱,全藏

僧俗咸感中央重视佛教,优待僧民之德意,对汉藏关

系之改善实有莫大裨益”,提出了于“卅年正月间传昭

三大寺喇嘛齐聚时,中央照例熬茶布施”的建议;在

1942年度的行政计划中也明确指出:“中央于传昭时

布施,不特符合多年之成例,且可深得佛教中心势力

之拥护”,再次提出“于卅一年正月传昭,三大寺喇嘛

齐集时,中央照例熬茶布施”;在1943年的行政计划

中复 又 提 出 “三 十 二 年 度 传 统 布 施 按 援 例 办

理”[21](三),430,520,665。正是基于对布施的重要性的认识,
才使得孔庆宗在种种困难中坚持开展传昭布施。陈

锡璋时期,开展传昭布施所面临的经费困难比孔庆宗

时期要严重得多,尽管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陈锡

璋对于传昭布施之重要性的直接表述,但仅从陈氏在

驻藏办事处各项经费常年被拖欠、债台高筑的情况

下,仍然坚持开展传昭布施,即可见其对传昭布施的

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1949年2月初,陈锡璋在面

临“债主纷来逼还债款”、已“无法应付”[22](十二),528之

时,召集处中人员商议局势及应对办法,与会人员均

表示:“同仁等但能支持一分,绝不愿透露倒台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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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在经费未到期间一律暂不支薪,共撑艰局……无

论如何艰窘,本年布施必须设法举办,以示镇静而期

挽回藏人几分心理”[22](十四),254,清晰地展出了陈锡璋

及处中职员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仍能心系国家主权,
竭力维持,持续开展传昭布施,其精神实在值得肯定。

三 实际成效:驻藏办事处持续开展传昭布施的

政治意义

1940年代,在西方国家对西藏地方积极渗透,西
藏地方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强之时,中央政府虽然始

终坚持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却无法以政治和军事措

施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只好在“柔性的政策羁縻”之下

开展政治运用,优崇藏传佛教,希冀以宗教为纽带关

联西藏地方,将西藏地方置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防止其走向独立。

传昭布施在有清一代已成为制度化的举措。驻

藏办事处代表中央政府开展对西藏地方的传昭布施,
办事处人员身着汉式礼服,携带预先准备好的封盖印

章的钱袋,在大昭寺各门向数万喇嘛发放藏银布施,
某些年份还伴随着隆重的仪式,再加上拉让羌锥的事

先安排以及公布的布施日程等,均能使领受份金的喇

嘛知道布施来自国民政府,进而感念中央爱护佛教之

德意。同时,盛大的布施场面及延续清代驻藏大臣布

施的历史传统,加上深植于民众心中的“按班”􀃊􀁊􀁘形象,
足以给拉萨民众留下良好观感。

于国家而言,传昭布施的举行,是以时间的重合、
场景的重现和仪式的举行等物理化地宣示中央政府

的治藏主权,表明西藏地方是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之下

的一部分。而在国民政府行将败退大陆,西藏地方寻

求“独立”和美、英、印等国试图支持西藏“独立”之时,
援例开展传昭布施,更使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教

联系在国民政府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得以继续维持,
这既是对内的主权宣示,也是对外的主权宣示,对于

抵制西藏地方和一些国际势力所谋求和推动的“西藏

独立”活动具有积极意义。驻藏办事处在种种困难之

下坚持开展传昭布施的精神和努力,尤其值得肯定和

称赞。
就强化认同感而言,“从‘被给予’和‘选择’入手

是两条必由之路。就‘被给予’而言,即是强化产生这

一认同的‘历史记忆’;就选择而言,即从利益的驱动

作用入手”[27]20。布施的开展,即是从后天利益驱动

入手,以强化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感,当然同时也具

有强化共同历史记忆的作用。
具体而言,持续开展的传昭布施,“使两万余僧众

重感中央之深恩,各寺咸以中央尊重佛教,恢复清代

旧例,亦皆表示感戴拥护”,就连曾因民初拉萨变乱、
寺中喇嘛被杀而“深切仇汉”的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

拉寺,在驻藏办事处开展布施后,也“态度顿变”,与办

事处联络“至佳”[21](三),665。可见,布施对于笼络藏中

喇嘛僧众、争取宗教势力的内向以及强化他们对中央

政府的认同,确有积极作用。
而事实上,布施不仅有助于争取僧众的内向,也

有助于争取藏中官员的内向。驻藏办事处开展布施

事务,均有赖于噶厦地方政府和西藏地方寺院的支持

和配合。如前所述,在1943年的政治“僵局”之下,驻
藏办事处在讨论是否要开展布施时,曾提出“往年例

请藏官协助,现在僵局未开,藏官请而不来又将如

何”􀃊􀁊􀁙,但事实是该年噶厦地方政府同样令拉让羌锥

“协助办事处办理中央攒招(传昭)布施事宜”;1949
年传昭布施时,更是得到了噶厦地方政府3孜本、1
仲译钦波、3扎萨􀃊􀁊􀁚、2台吉􀃊􀁊􀁛 以及代本􀃊􀁋􀁒、孜代表、雪􀃊􀁋􀁓

代表等的帮助[22](九),464-465。其中,3孜本是当时噶厦地

方政府4孜本中除夏格巴以外的3人;3扎萨包括擦

绒·达桑占堆和阿旺坚赞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尤其

是擦绒扎萨,曾任藏军总司令和噶伦,在40年代仍然

保持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28]127;2台吉有桑颇台吉,
他既是“第七世达赖的后裔”,也是“台吉中资格最老

的”[29]116。此外,布施结束后,到办事处“送礼道贺”
者,虽在某些年份会受双方政治关系的影响而有所减

少,但也从未中断过。如在僵局之下的1943年,也有

帮忙藏官、色拉寺拉基􀃊􀁋􀁔、堪布以及色拉寺、甘丹寺和

哲蚌寺个别康村前往办事处道贺􀃊􀁋􀁕;1947年,布施结

束后,噶伦代表、总堪布代表、色拉寺堪布以及哲蚌

寺、甘丹寺康村代表等均前往驻藏办事处道贺;1948
年,驻藏办事处收到了来自十四世达赖新公馆,首席

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其他噶伦、孜本、堪琼等官员,
以及总堪布、色拉寺杰扎仓,哲蚌寺、色拉寺部分康村

等的贺礼。孔庆宗时期,在政治“僵局”之下的布施,
仍能得到噶厦地方政府的援助;陈锡璋时期,在1949
年的布施中还能得到藏中高级官员直接协助,以及布

施结束后的送礼道贺和份金发还。这些均说明传昭

布施具有一定的政治效用,有利于促进驻藏办事处与

噶厦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藏中主要寺庙的良好关系和

互动,争取藏中部分官员的支持与内向,进而增强他

们的国家认同感。
但同时也要看到,传昭布施的政治效用也是有限

的。如1943年传昭布施完成之后,“哲蚌各扎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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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铁棒喇嘛等,以及各藏官,汉商,汉僧均无一人来

挂哈哒”,时任科长戴新三在其日记中写到,办事处

“冷落情形,想较去前年相去远矣”􀃊􀁋􀁖。陈锡璋时期传

昭布施结束后,三大寺堪布中,前往办事处祝贺仅有

色拉寺堪布,哲蚌寺和甘丹寺堪布均未前往祝贺,该
两寺康村也主要是其中的汉人康村派代表前往道贺,
如哲蚌寺甲绒康村、甘丹寺甲绒康村􀃊􀁋􀁗[22](九),451-457。色

拉寺一是因为驻藏办事处成立后广予布施,与办事处

联络“至佳”[21](三),665;二是色拉寺作为热振活佛的母

寺,在1940年代,随着热振与达扎矛盾激化及两大集

团之间的斗争,需要中央政府支持,因之与驻藏办事

处维持友好关系。
综上,在中央政府权力式微、无法以实力根本解

决藏事时,持续开展宗教布施,对于增进中央政府与

西藏地方的感情,树立中央政府的在藏威信,强化西

藏地方的国家认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驻藏办事处

在存在期间,尽管面临人员不足、政治环境恶化和持

续的经费困境,但也尽力持续开展布施,以推进藏事,
应予以肯定。但也要看到,宗教布施和羁縻笼络并非

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毕竟布施在强化国家认同

感上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要切实解决西藏问题,不仅

需要中央政府满足西藏地方合法的利益诉求,更需要

以实力做后盾的强大中央政府给予西藏地方以“中
国”身份和相应的观念意识,并进行相应的主权体制

建设,变“异质化”统治模式为“同质化”统治模式,使
国家权力能够最大限度地深入西藏地区。

注释:
①主要有:徐百永《试析国民政府在西藏的熬茶布施及其效果》〔《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该文乃其

博士学位论文《国民政府治藏政策及其实施研究(1927-1949)》之一部分,是以熬茶布施为中心对国民政府熬茶布施的演

变、具体实施和实施效果进行的考察研究;张双智《国民政府布施西藏寺庙活动考述》(《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对国民

政府布施西藏地方的史实进行梳理并简要分析其作用;另有邹敏《国家在场:1943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传昭布施》(《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和《国民政府布施藏传佛教的年度个案:戴新三<拉萨日记>1943年传昭布施记载初探》
(《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虽直接以驻藏办事处的传昭布施为对象,但这两篇文章均是对驻藏办事处传昭布施的个案分

析。

②英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第535号,第15卷,第8-9页,第9号文件。转引自: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

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③LetterfromtheBritishforeignsecretary,A.Eden,totheChineseminister,Soong,Dated5August1943.IOR.L/PS/12/L,

1945PeeltoCaroe;IOR.FO371/93001.
④AttitudeofH.M.GovernmenttowardthereturnofdisputedterritoryinAssamtoTibetbyIndian,15thNovember1947,FO,

371/63943.
⑤达扎,系藏语音译,也写作达札、打札等。

⑥即索康·旺钦格勒,旺钦也写作汪清、汪青等。

⑦即噶雪·曲吉尼玛,也写作噶雪巴、噶蓄巴、葛须白等。

⑧即拉鲁·次旺多吉。

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呈热振被害论到筹藏问题(1947年7月20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七),台北“国史馆”:国
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59200-0015。

⑩即索康·旺钦格勒。

􀃊􀁉􀁓《沈宗濂呈报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函(1946年8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台北“国史

馆”: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59200-009。

􀃊􀁉􀁔《西藏之政治制度及其对于中国之关系(1942年12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卷
号005/14。

􀃊􀁉􀁕堪布,系藏语音译,即寺院扎仓的主持者,类似于内地寺院的方丈。

􀃊􀁉􀁖民众大会,藏语直译为“西藏民众会议”,音译为“春都杰错”,有小型、大型和扩大型三种,由4仲译钦莫和4孜本主持召开,

对西藏地方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提交噶厦乃至达赖或摄政。尽管多数时候民众大会仅仅是噶厦地方政府的一

项政治工具,但在某些时候也可以左右西藏地方的内外事务、控制乃至罢免摄政。

􀃊􀁉􀁗《行政院训令教育部(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2413。

􀃊􀁉􀁘国民政府实际任命的驻藏办事处处长为孔庆宗、沈宗濂和熊耀文,陈锡璋是作为沈宗濂的主任秘书随同沈宗濂入藏。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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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沈宗濂因故离藏内返,由陈锡璋“暂摄其职”,陈锡璋成为驻藏办事处的实际代理处长。1947年6月,沈宗濂正式辞

去驻藏办事处处长职务,时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陈锡璋为驻藏办事处副处长,并兼代处长职务。1948年4月,行政院调陈

锡璋为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以熊耀文为驻藏办事处处长。但直到1949年7月驻藏办事处被迫撤离,熊耀文始终未入藏

就任,陈锡璋一直坚守。因此,尽管陈锡璋并未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处长,但一般将陈锡璋实际看作是驻藏办事处的第三

任也是最后一任处长。

􀃊􀁉􀁙拉让羌椎,系藏语音译,也写作喇让强佐、拉让强佐、拉润羌椎、拉润强左、拉拢羌椎、拉让羌锥、拉章羌椎、拉章强佐、拉丈匡

佐等等,是传昭大法会期间专门负责大法会的开支和收入、安排布施事宜的机构。

􀃊􀁉􀁚系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法座继承者、甘丹寺之住持,拥有极高的宗教地位,甚至连达赖喇嘛看见都要站

立致敬、赐坐。

􀃊􀁉􀁛􀃊􀁊􀁒􀃊􀁊􀁔􀃊􀁊􀁕􀃊􀁊􀁖􀃊􀁊􀁙􀃊􀁋􀁕􀃊􀁋􀁖分别参见:戴新三《拉萨日记》(二),手稿本,自藏,民国卅二年(1943)二月十八日;二月十九日;二月十日;一
月二十九日;一月二十三日及二月六、九、十二日;一月二十三日;二月二十九日;二月十九日。

􀃊􀁊􀁓孜本,噶厦地方政府的重要官职,四品,设四名;4仲译钦波与4孜本,合称8仲仔,他们与4噶伦共同组成“操纵西藏地方政

治的十二个重要人物”。参见:沈宗濂、柳陞祺《西藏与西藏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电台台长是其公开身份,秘密身份是国民党军统拉萨站情报员、副站长,1948年升任站长。

􀃊􀁊􀁘按班,藏中对清代驻藏大臣称呼的音译,黄慕松入藏时,“藏民见之为‘按班’再临之感”,吴忠信入藏后,“一般民众仍呼‘按
班’而不呼吴委员长”。参见:吴丰培《重印<使藏纪程、西藏纪要>序》;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藏学汉文

文献编辑室《西藏纪要 使藏纪程 拉萨见闻记》,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15、37页。

􀃊􀁊􀁚噶厦地方政府中高级僧官的职衔,三品。

􀃊􀁊􀁛原为清代对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少数民族的封爵,西藏地方在民国时期仍然沿用,三品,多为名誉职衔。

􀃊􀁋􀁒原西藏地方政府藏军军职,代本相当于团长,四品。

􀃊􀁋􀁓也写作许、学。

􀃊􀁋􀁔也写做喇基、拉吉、喇吉,意为喇嘛之首脑。

􀃊􀁋􀁗甲绒康村是三大寺中专设的汉人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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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withReligionasAssistance:TheMonlamChenmoDonations
ofTibetOfficeofMongolianandTibetanAffairsCommission

ZOUMin
(SchoolofMarxism,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Abstract:DuringthereignoftheNationalistGovernmentinNanjing,Tibetlocalgovernment
didnotrecognizeitspoliticalaffiliationwiththecentralgovernment.Asthe“centrifugal”force’s
activeactionstopursueinternationalstandingandwesternforces’penetrationintothearea,to
restoreandreinforcethecentralgovernment’ssovereigncontroloverTibetbecamethecoreof
theNationalistGovernment’sgovernance.However,duetocontinuouswarandincreasinglyseri-
ousinternalcorruption,theNationalistGovernmenthadneverbeenabletotrulysettletheTibet
issuewithitsownstrength,thusitadoptedthepolicyofexertingpressurewhilegivingbenefits
tocarryoutpoliticalcampaignsinTibet,allofwhichreflectedinitsfavorandadvocacyofTibet-
anBuddhism.TheMonlamChenmodonationsgivenbyTibetOfficeofMongolianandTibetan
AffairsCommissiontoTibetAreawereonespecificembodimentoftheNationalistGovernment’s
expectationtopromotepoliticsbyfavoringandadvocatingTibetanBuddhism.TheTibetOffice
insistedongivingMonlamChenmodonationsunderdifficultcircumstances,whichwasofgreat
significancetotheannouncementofthecentralgovernment’ssovereigncontroloverTibetand
improvementofTibetArea’snationalidentity.

Keywords:NanjingNationalGovernment;TibetOffice;Tibetlocalgovernment;Monlam
Chenmodo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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